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２２＆ＺＤ０５０３）。
作者简介： 张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 经济增长和宏观政策。

数据生产要素性质、 知识生产
与中国式现代化

张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８３６）

　 　 摘要： 数据要素边际成本近于零、 非竞争性、 幂指数增长的特性直接反映为数据要素的使用价值高于

价值， 数据要素的收益更是要基于使用价值进行分配， 使参与者都得到激励， 这是一种需求变革。 正是数

据要素的加入， 大幅度地提高了知识生产—消费的占比， 用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时间不断增多， 由物质生产

供给效率推动的产业结构变化逐步让位于由知识驱动的产业演进， 人的活动成为数字时代的主角。 人与人

的合作、 人与人工智能的合作是数字化时代知识生产的新特征。 中国在数字化和数字 ＡＩ 化冲击下的经济转

型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就业质量提高与产业结构变动速度的不匹配， 降低了人们对广义人力资本的投入。 在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 应当形成 “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提高—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高质量人才就业”
的正向循环， 使人民更多地分享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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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 年是全球人工智能 （ＡＩ） 爆发式发展的元年，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了全球数字化经

济转型， 也将相应的理论命题推向了理论探索的前沿。 从已有的讨论和发展的事实看， 现有研究主要

涉及六个基本的经济问题： （１） 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对劳动的替代机制和创造机制； （２） 不同于资

本和劳动要素的竞争性 （独占性）， 数据要素可以共享， 具有非竞争性 （非独占性）， 而且使用频率

越高价值越大， 这直接驱动了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特性， 但也是有条件 （阶段性） 的规模收益递增；
（３） 从现实的经验看， 包含数据—信息—知识—智慧 （ＤＩＫＷ） 的广义知识变量加入消费和生产的供

需两端， 使知识消费和供给都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 知识在消费和供给中的比重也不断提

高； （４） 关于产业升级应随着广义知识消费与供给比重的不断增加而演进的讨论， 高质量的就业应

与产业的知识化进程相匹配； （５） 人类的创新活动已经不是单一的人力资本投入， 人与人工智能的

新合作和新联结构造了人的创新活动以及人与人工智能共同合作的创新活动， 加速了创新进程， 而这

一创新已经超越了工业化以来狭义的、 以物质效率提高为标准的技术创新， 是更广泛、 更全面的知识

创新过程； （６） 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直接改变了权力的性质， 依据使用状态就可以直接度量数据使

用价值， 这一过程直接体现为使用价值的分配激励。
这些前沿讨论回归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一是基于数据的人工智能引起的技术进步偏向于资

本还是人力资本。 二是创新不仅仅是物质的， 而且对其衡量应该拓展至人类新知识的创新中。 三是数

据要素的非竞争性， 突出了使用价值的直接度量和分配， 改变了传统要素基于私人占有的分配性质，
更突出人的质量在数字化时代的价值， 而且参与数据和知识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更容易获利。 当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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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探索和重新定位的下一代互联网 （ｗｅｂ３. ０） 是价值网络， 即 “参与即受益” 的价值分配空间，
强调了人参与数据—知识生产过程的直接价值分配。 四是知识引领的产业知识化变革与人的全面发展

方向是否一致， 通过人的全面发展与国家现代化相融合， 形成正反馈循环。 这里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广

义人力资本的提高， 也包括人和人工智能合作的新模式， 形成驱动经济的 “智慧人” 系统以及人与

人工智能合作的新知识生产空间。 只有回答了这些基本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才能重新审视数字化转型

如何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融合， 形成正向循环， 在面对已经出现的自动化对劳动力替代过快、 青年失

业率过高、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不畅等挑战时， 设计好中国式发展道路。
本文正是从经验、 理论和政策的视角对中国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做出相应回答； 从改变生产函

数的数据要素入手， 讨论基于数据要素和数据要素 ＡＩ 化过程中的知识生产和供求关系， 分析数据要素

加入后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配性质及分配趋势， 探索基于使用权的要素分配； 基于知识变量探索知识生

产函数及其带动经济转型的特征， 构建总体框架， 分析中国在数字化和数字 ＡＩ 化冲击下的经济转型；
讨论人工智能引起的技术进步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一致性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 数据要素和人工智能推动经济转型的经验事实和理论逻辑

　 　 数据要素和数据人工智能化推动经济转型的实质， 就是推动人类从一般物质生产和服务生产快速

向知识生产转变。 基于数据要素的知识生产与消费的比重会不断上升， 人们利用人工智能、 自动化

（机器人） 和物联网不断提高物质生产效率， 降低物质对人的束缚， 缩短人的必要劳动时间， 以分配

更多时间进行广义知识消费，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早在工业化时期， 人们已经认识到知识主导了社会和经济的变革， 学者们也探索了知识对经济社

会的影响。 从波兰尼 《个人知识： 朝向后批判哲学》 中的 “默会知识”①， 到哈耶克的 “知识分工”，
再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马克鲁普的 《美国知识生产与分配》②， 都涉及知识生产背后的信息编码和数据

要素， 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系统地探索和统计知识生产与分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信息规制》③ 探

讨了信息不同于一般生产要素的性质， 如非竞争性、 用户网络幂指数递增规律、 信息生产高成本和边

际生产 （复制） 低成本 （或接近于零）、 正外部性等。 琼斯分析了创意 （ ｉｄｅａ） 规模递增的特性及其

改变了规模收益递减的现代经济公设， 后来还专门探索了数据的非竞争性，④ 把数据要素作为生产要

素， 分析了非竞争性数据要素的加入引起的经济规模递增问题， 这与传统的规模报酬递减原理和平衡

增长路径 （ＢＧＰ） 难以相容。 近年来， 大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更是掀起了基于数据时代的人工智

能对经济影响的讨论浪潮， 如 Ｅｌｏｕｎｄｏｕ 等分析了大型人工智能模型对各行业劳动市场的影响，⑤ 用各

行业中可被人工智能影响的 “暴露度” 指标来衡量职业状态， 暴露度过高被视为可替代， 也可将该

值视为提高行业效率的指引性指标， 揭示了人与人工智能合作进而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景。 国内也有学

者从知识生产的角度， 探索知识生产部门和一般生产部门的研究范式以及非竞争性要素的价值。 下文

就近期有关人工智能、 数据要素、 知识生产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综述和经验实证。
１. 理论探索

以 《人工智能经济学》 为基础， 本文认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涉及以下四方面：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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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导向的人工智能对劳动市场的影响。 阿西莫格鲁构造了一个任务阶梯导向的生成过程， 以便于理

解人工智能 （或自动化） 对劳动的替代， 即对旧任务的劳动替代和新任务对劳动者的需求， 形成了

平衡替代和就业创造的平衡增长路径模型， 但他也承认劳动者重新找到新工作是缓慢和痛苦的， 而且

还需要有新的技能与之匹配；① （２） 劳动分配份额的持续下降。 阿吉翁以 “ＡＩ 可以快速自我改进，
无限的机器只能带来无限增长” 的 “奇点” 逻辑为出发点， 认为基于任务目标替代的逻辑， 可能会

出现人工智能对劳动完全替代、 劳动份额持续下降。② 这一命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该研究直接打破了

平衡路径等基础研究范式。 阿吉翁在劳动份额不断下降的讨论中引入了服务业 “鲍莫尔成本病” 进

行分析， 讨论了低效率部门工资的决定机制以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 将单一生产过程的劳动替

代拓展为行业演进中的劳动替代问题， 但依然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分析框架。 （３） 产业演进对就业

和分配的影响。 萨克斯基于研发投入和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不同行业人工智能对劳动替代的难度视

角， 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替代。③ 有学者认为要引入全民基本收入计划 （ＵＢＩ） 来解

决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 以稳定劳动分配份额。 （４） 人与人工智能合作的讨论。 阿贾伊讨论了研发

人员与人工智能组合研发的模型。④ 近年来， 管理科学上讨论了人与人工智能合作形成新的 “数字

人” 或 “智慧人”， 由 “智慧人” 驱动物质生产和服务供给， 并分为无人值守、 人与人工智能的平行

合作、 应急模式中人的干预等模型。 现实中的研发、 管理、 物质和服务生产、 需求导引等方面已经存

在人与机器 （人工智能） 的合作。
数据要素的加入直接改变了生产函数性质， 直接推动了经济的多样性增长， 产生了规模报酬递增

效应。 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 外部性、 用户网络规模的幂指数增长、 边际生产成本等于零的基本特

性， 都可归结为使用权比所有权重要。 这直接涉及数据要素的治理本质。 传统要素靠所有权进行分

配、 生产、 激励， 数据要素加入后的数字化时代， 基于使用权进行生产、 分配和激励，⑤ 改变了基于

所有权的分配模式和财产保护模式。⑥ 数据要素治理的讨论和法律政策越来越丰富， 欧盟和中国都推

出了数据隐私保护、 所有权保护、 数据应用安全的相关法律， 隐私和加密安全与数据规模化使用成为

治理讨论的核心。 数据要素与数据人工智能化有所差别， 数据人工智能化具有数据的非竞争性等一系

列特性， 但含有比数据生产更大的固定成本和使用成本， 其成本包含了算力、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相

关能源消耗等， 边际使用成本不为零， 而且由于存在算力瓶颈， 进而存在拥挤问题。
当前的研究大多是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加入新的要素 （如琼斯加入数据要素规模递增变

量， 阿西莫格鲁加入 ＡＩ 对劳动的替代等）， 既要尽量通过假说与现有的增长规模收益递减原理和平

衡增长路径一致， 又要探索如何通过分配合理性克服 “奇点” 问题。 这种矛盾在理论模型上表现为

更多地增加假设和更多地增加开放性讨论， 理论模型与实证趋势越来越难以协调。 平衡增长路径和生

产函数已经难以容纳新的数据要素， 而且由于适合于生产和消费的函数不再适合于逐步转向知识生产

和消费的新生产函数， 数据要素 ＡＩ 化更增加了传统增长理论研究的难度。 数据要素的一系列性质要

求基于要素所有权为中心的产权治理和分配制度应让位于使用权受益的分配和治理模式。 可见， 全球

数字化转型和大型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 直接修改着经济学的一些规制， 加速了需求—供给的结构演

进速度。 工业化以来围绕物质生产维度的增长， 已经快速转向基于数据要素的知识生产和消费主导下

的新发展逻辑， 很多基础理论问题都值得讨论。
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多聚焦于通过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或基于阿西莫格鲁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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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证实机器对劳动的替代。 基于数字要素驱动知识生产和数据要素使用权来展开分析的经济学理论

成果不多。 有代表性的如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提出了知识生产函数， 将广义人力资本纳入消费—产业

升级中， 认为广义人力资本是衡量知识生产的关键性因素， 并做了国际比较， 开辟了新的研究方

向；① 张曙光和张弛基于权能结构， 分析了数字时代以来有关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研究， 开创了理论探

索的新领域。② 总体来讲， 国内外学者都已经意识到数据要素的重要性， 其非竞争性和使用价值特性

都在改变规模收益递减原理和要素基于所有权的分配假说， 动摇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产权共识， 而且

在实践中不断证伪现有的经济理论。
２. 经验化事实

Ｎｅｄｅｌｋｏｓｋａ 和 Ｑｕｉｎｔｉｎｉ 基于行业自动化程度对不同技能员工的工作替代的研究认为， ２０１３ 年就有

１４％的产业实现了完全自动化， 而且自动化会逐步替代低技能工作者， 他们需要通过培训进行转岗就

业。③ 阿西莫格鲁认为， 在行业竞争中， 如有公司采用机器人 （或人工智能） 生产， 其他企业都需进

行自动化改造， 以保持竞争力。 自动化已经导致了全球劳动份额显著下降，④ “我们在工人层面的研

究结果表明， 直接受影响的工人 （例如从事常规或可替代任务的蓝领工人） 面临着较低的收入和就

业率， 而其他工人则间接受益于机器人的采用”⑤。 数字化工具降低了生产—信息成本， 这不仅来自

企业自身的需求， 也迫于全行业进行的数字化转型和相关替代， 因此机器人对劳动的替代速度可能短

期内超过创造就业的速度。 也有研究实证了人工智能对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 特别是能帮助新工作者

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学习效率， 而且可以降低劳动者的流动率。⑥

作为制造业大国， 中国是全球数字化转型最快的国家， 而且中国制造业的大规模技术进步主要来

源于资本， 在生产领域已经表现出机器人对劳动的替代这一事实。 全自动化工厂的创建不仅仅是为了

应对竞争， 也是对全球供应链快速调整的响应和对适应性模式的选择。 从制造业内部看， 资本对劳动

的替代是确切的。 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每增加 １％， 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下降 ０. １８％。⑦ 人工智能及相关

技术的影响在 ２０１７—２０３７ 年是正面的， 对工业部门的替代率是 ３６％， 而工业新增加岗位为 ３９％， 正

影响为 ３％； 对服务业的替代率为 ２１％， 新增加岗位为 ５０％， 净影响是 ２９％。 这意味着服务业的新增

就业将是最多的， 人工智能对服务产生的影响最积极。⑧

可见， 人工智能对制造业的劳动替代非常明显， 在多动作机器人成本低于劳动力成本时， 就会产

生多动作机器人 （资本） 对劳动的替代， 这与一般机器对人的替代过程相似。 行业中开始有企业通

过替代取得成本优势后， 该行业就开始了整体性替代。 虽然在复杂劳动或产品技术进步快时， 人工智

能的替代性非常有限， 但是随着 ＡＩ 系统的运用， 机器人可以进行判断和自适应生产， 也会越来越多

地替代复杂劳动。 当前的生成式 ＡＩ 已经开始对服务业进行替代， 如人工标注、 翻译等。
自动化、 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和新岗位的创造在理论上来自于四个方面： 一是自动化或人工智

能直接对劳动产生替代效应； 二是自动化或人工智能发展的就业创造效应， 其研发、 监督等新任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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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创造了新的劳动岗位； 三是收入—需求就业创造效应， 效率的提高推动了工资收入的增加， 引发了

需求变化， 创造了新的行业和岗位； 四是人与人工智能的合作效应， 就业再调整和人力资本的提升与

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高度相关， 特别是人力资本提升与人工智能合作创新了新的岗位。 可见， 合作效

应、 研发效应、 收入—需求效应是主导就业的关键， 而新需求推动了新行业发展。 人力资本提高是适

应新产业和新就业机会的关键， 会使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稳定。
上述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指出了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效应， 似乎难以找到一条好

的路径来彻底缓解劳动收入降低的趋势。 这可能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 集中探索数据性质和

使用权价值， 讨论新的分配形态， 探索人工智能和人类知识组合生产的可能形态， 进而通过数字化转

型带动中国式现代化成长。

二、 数据生产要素的性质和供需演进中的知识变量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使数据要素进入生产中， 催生了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化， 对劳动产生替代， 降

低了劳动分配份额， 产生了消极效应； 但是数据要素的使用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大幅度增加了全社

会福利和收入， 产生了积极性效应。 数据要素加入生产函数改变了生产函数的性质： 一是数据要素具

有非竞争性， 不是独占性的资源要素， 随着使用人数的增多具有规模递增性， 这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独

占性和规模收益递减性是不同的； 二是数据的非竞争性决定了其使用价值大于价值， 特别是在网络效

应下， 规模效应显著， 因而数据要素是依据使用权价值进行直接分配， 这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因独占

性而按照所有权进行的分配； 三是数据要素更多地生产知识产品， 应该以创新性知识来度量其技术进

步， 知识外溢形成的自动化 （人工智能） 设备可以促进传统物质和一般服务部门的生产。
传统的分析无法打破边际收益递减原理和平衡增长路径， 只能加入数据要素或 ＡＩ 生产方式做调

和， 导致很多研究陷入逻辑困境： 一是对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导致的规模递增无法进行逻辑自洽的讨

论。 二是对数据要素的使用价值没有开展深入研究。 在生产模型中加入数据要素后， 仍然按要素所有

权进行分配， 数据创造者和使用者 （用户） 的收益得不到保证， 只能把数据要素依附在资本上， 导

致分配中的资本份额不断提高， 劳动份额下降， 劳动者收入下降， “生产—分配—消费” 的循环无法

继续。 基于此， 各国都开始从数据要素的隐私权入手， 或从商业实践的去中心化入手， 讨论参与者如

何参与收入分配的问题， 关于数据和劳动使用价值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以避免资本支配数据后对劳动

价值的进一步占有。 三是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引起的规模递增无法和当前需求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协

调， 需要将新的高弹性的知识消费加入生产与消费的供需中， 才能进一步突破原有生产—消费供需的

桎梏， 因为知识成为数字时代中供需最活跃的要素， 知识生产和需求推动供需向着产业的高级化演

进， 知识创新成为广义上的技术进步。
本节集中于讨论数据要素的使用权性质、 数据要素改变了生产—消费产品的性质以及新的生产带

来的产业变革。
１. 数据要素从所有权价值转向使用权价值

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 再到知识经济， 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在不断发生变化， 生产要素性质也

从垄断性向非竞争性转变。 农业经济的决定性要素是土地， 其独占性最强。 实行工业化建设之后， 资

本要素主导生产， 资本可以流动、 在全球布局， 而且生产设备具有了规模共享性； 进入知识创新时代

后， 人力资本要素加入生产模型中， 创意和知识要素具有了非竞争性， 但传播慢， 共享范围小。 进入

数字化时代后， 由数据驱动生产。 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 能协同人力资本要素， 其生产成本呈现了

摩尔定律， 成本迅速下降； 数据的网络扩散符合幂指数增长的规模性特征； 数据的传递符合宽带节点

和带宽的指数定律； 数据要素的使用价值是由用户规模驱动的价值， 在网络经济下， 具有很强的用户

网络效应。 梅特卡夫定律描述了一个网络的价值等于该网络内的节点数的平方， 而且该网络的价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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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 即用户幂指数增长的规模递增效应， 因此数据的网络扩散使数据—信息

—知识—智慧在生产、 传播、 使用环节呈现规模指数增长和成本下降趋势， 其使用 （传递、 复制等）
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 这是以往的要素不具备的。 以上描述的数据边际成本近于零、 非竞争性、 用户

指数化规模扩张的特性直接反映为数据资产的估值依据使用规模贴现、 使用价值高于非使用价值、 所

有权并非最重要， 即数据的所有权占有或囤积不会带来收益， 数据要素的使用价值先于和大于所有权

价值。
数据隐私保护强调了用户创造的数据在法律上的所有权标识， 可以保护用户的数据所有权， 防止

用户受到伤害。 中心化平台利用数据获利并独占数据、 利用隐私进行歧视定价、 诱导用户提升平台非

公平竞争优势的行为要受到法律限制。 有关数据的所有权研究集中在隐私权上， 但数据的非集中性导

致了 “信息孤岛”， 数据的非竞争特性会被限制， 由此， 各国都出台了保护隐私的法律条款， 如中国

实行基于隐私数据的所有权确认和数据可携带的政策， 重新设计的数据使用权和隐私加密实现了数据

的 “可用不可见”， 也可以使一定的所有权参与分配。
近年来随着数据加密技术的成熟， 区块链中的通证 （ｔｏｋｅｎ） 被人们熟悉。 通证本质上就是用户通

过加密的方式参与数据交易的权利。 用户获得了通证或称为使用证明， 就可以参与区块链的发展、 治理

和建设中。 通证也被称为代币， 表现为使用权与价值回报的一体化， 使用者越多， 通证的价值越大。 使

用权通证具有无限可细分、 可被追踪、 匿名化的特征， 其标准化可被计量。 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数据

要素的通证化， 这是数据要素的标准化和加密性的混合操作。 数据行业要求数据的标准化使用， 特别是

语言模型。 例如按照谷歌公司的标准， 将语言资料数据标准化为语料单元， 其最小单位记为数据单元，
由此提供给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 各类数据和语料单元通过隐私计算、 加密， 形成加密数据通证， 使隐

私得到保护， 而加密数据直接可以进行非竞争性使用， 即 “可用不可见”。 数据加密方法是将原始数据

通过密钥转变为一个标准的加密数据集， 无法逆向推出原始数据， 对其进行各类计算又完全与原始数据

加工效果一致， 这样就形成了数据要素加密使用权通证。 数据标准化可拆分和加密使数据的大规模使用

与隐私保护并不矛盾， 而且数据使用可被追踪， 其使用价值可被衡量。 由此， 大量学者开始讨论数据的

使用权价值， 特别是法学界越来越多地讨论了从所有权向使用权过渡的问题。 基于区块链的社区已经直

接发行通证作为测量参与者使用权的方式， 而以数据的标准化和加密方式进行数据使用、 加密和价值计

算， 使经济学家重新关注价值和使用价值。 如张曙光详尽地讨论了所有权理论如何在数据经济时代转变

为使用权理论， 指出了所有权中心向使用权中心的演化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内生决定的， 是物的稀缺性下

降和人的需求层次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 进而提出了租赁、 授权、 外包等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形态，
并围绕人的主观能动性展开讨论。① 数据要素和劳动要素在数据时代的使用价值可以被实时观测， 不

需要事后分配， 这内在地推动了数据和劳动的使用价值直接参与分配。
数据要素的使用价值是其价值的根本。 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 即商品的价值

和使用价值问题。 马克思在 《资本论》 开篇就从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入手， 从劳动的使用价值大于

劳动力价格 （工资） 的角度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 得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循环理论， 揭

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和剥削剩余价值的本质。 商品的使用价值先于价值， 但是商品的稀缺性和竞争性

决定了价值按市场供求关系定价。 劳动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分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思

想， 劳动的使用价值创造了价值， 而劳动力的价格则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进行定价， 劳动的使用价值

大于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差就是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被资本所有者占有。 从现实的角度看， 由于在投入

劳动前无法衡量劳动的使用价值， 因此只能按劳动力价格来投入， 所以使用劳动多创造的价值被资本

所有者占有。 很多经济学家偏离了政治经济学价值创造的本质， 利用信息不对称的思想来刻画要素报

酬的取得方式。 如剩余索取权理论认为， 资本要素在投入生产过程中可被直接观察， 用于购买设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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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等， 因此在剩余产生后， 承担风险的资本应该获得剩余索取权； 劳动的使用价值无法被观察

到， 只能按要素所有权的市场定价后获得要素分配的权力， 从而激励不同的要素提供者参与生产。 这

是基于所有权的要素分配体系。 有关工业化生产要素中劳动和资本的所有权关系的成果很多， 但马克

思主义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把价值创造来源刻画得最清晰。 现实市场的运行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是按

基于要素所有权定价的模式参与分配的。 随着人力资本在生产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人力

资本不仅获得固定工资， 而且通过期权方式根据贡献与资本一同分享自己的 “剩余价值”， 人力资本

的期权模式成为创新型企业进行分配的重要方式。
数据要素的使用价值是由使用者决定的。 数据的非竞争性使其易被他人占有， 保护数据所有权的

难度非常大， 而且其价值不确定。 因此加强政府监管与大规模数据使用兼容性是科技进步和科技监管

的重要发展方向。 网络加密技术的发展正在逐步奠定数据时代的新制度框架。
数据的使用权交易构造了新的使用价值交换方式。 一是数据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直接交易。 只有用

户拥有了使用权， 数据所有权的价值才能得到补偿。 数据的使用规模决定其价值， 很多数据的免费使

用其实质是通过所有权去交换使用权， 然后给数据所有权定价。 二是数据使用权相互交易。 数据形成

规模后其价值也是不确定的， 因为数据只有被合理使用才能有价值， 在不合理的开发条件下， 数据价

值依然不高， 因此数据使用者和数据开发者经常直接相互交换使用权， 获得收益后再进行分成。 如 Ａ
利用 Ｂ 的数据进行模型训练， Ｂ 利用 Ａ 的模型发展业务， 形成了规模化的数据使用与分布式合作发

展的产业生态。 而且数据所有权定价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数据的新定价方式多为使用价值分成。 数据的

生产和折旧速度呈现指数性变化， 比一般物质或劳动要素折旧快， 数据只有被使用进而形成知识存量

才能稳定。
数据要素使用价值的核心是探索数据如何参与要素分配。 数据要素是在人类现实生活和生产活动

中产生的， 与人类活动高度相关。 人类的活动决定了数据要素的价值。 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推广至更广阔的数据空间中。 在数据空间中， 劳动的使用价值可被直接测量， 这里的劳动是更广泛的

人的活动， 包括人类与人工智能合作等各项活动， 人类在数据空间的参与活动作为人类活劳动的使用

价值而体现， 并可以根据贡献直接进行利益分配或依据参与活动的普遍贡献进行平均分配。 数据因使

用而获得价值， 因此其收益应该直接分配给参与者， 这也是下一代互联网 ｗｅｂ３. ０ 提出的 “参与即收

益” 的基本理念。
数据使用权交易和分配的现实实践及制度化进程正在逐步加快， 具体的运作过程可能是混合模式

的， 如基于数据的规模处理、 分布式收集与应用进行的使用权交易； 基于大公司平台独占数据进行的

价值转移 （政府、 参与者和技术开发者越来越不认可这种模式）。 实践中已经开始尝试新的基于使用

权的要素分配模式， 但与 “完美实践” 仍有距离。
在私人所有权制度下的工业文明中， 劳动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大量吸收， 无法最有效地分配到人的

自我发展中。 资本的私人独占性质激励了资本的积累， 它获得的不仅仅是资本使用的成本， 而且获得

了剩余价值。 在数字化时代中， 从数字孪生再到数字原生， 已经包括了个人与人工智能合作生产的数

据以及人工智能自动生产的数据， 但是归根结底数据的价值都离不开人的参与与多元化的创新， 届

时， 资本因素作为一个固定支出而出现， 新的生产函数中资本的价值回归其时间成本中， 利益相关者

的活动构造了新的数字化时代的控制、 组织和激励的关系。 劳动报酬重新体现劳动者的价值并参与各

类分配， 有效解决数据要素加入后加速了资本替代劳动导致的分配难题。
２. 基于数据的知识生产与消费比重持续提高

数字经济始于人类的活动记录， 符号系统记录了人类的共同意识和财富账户， 形成了知识体系和

知识积累。 数字编码、 远程电报、 电话和广播网络、 互联网成就了信息时代， 体现了数据—信息的规

模特性。 信息分析形成知识， 知识创新形成智慧， 智慧引导人们进一步的活动和相互联结， 进而持续

创造新的数据、 信息、 知识和智慧， 这一过程代表了数据到知识创新的生产链条。 智慧本质上就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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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知识， 引导创新的是转变， 转变再次推动人类的新活动不断循环和迭代， 信息时代开启了由链接

和数据推动的知识加速生产， 而数据 ＡＩ 化加快了数字经济向智慧经济的过渡。 人与人工智能的合作

形成了 “智慧人” 系统， 共同推动新的数据—信息—知识—智慧加速发展、 转变与升华。
在传统工业化时期， 物质生产和消费相匹配， 生产符合规模报酬递减原理， 需求符合边际效用递

减原理， 供需匹配， 达到均衡。 当人类供需活动进入数据时代， 消费—生产共同的主导因素为数据要

素和 ＤＩＫＷ 过程的知识生产， 生产与消费的均衡要基于新的匹配关系， 而非单纯的物质。 从供给侧

看， 数据要素加入生产中导致供给的规模递增， 这与需求边际效用递减无法匹配。 这主要源于数据要

素不仅仅生产物质产品， 而且生产基于数据的知识产品。 消费效用函数也必须改变， 因为消费不再是

简单的物质消费， 还涉及精神消费， 即知识消费可以提高广义人力资本。 供需两端同时出现具有规模

效应递增的新变量———知识产品的供给与需求， 由此完成数字时代的供需新匹配。 数据要素加入生产

函数中， 依然可以由代表创新的综合生产率来体现， 但规模递增依然破坏了形成生产函数和平增长路

径的条件， 所以传统物质生产函数对增长描述的限制也是明显的。 从需求侧看， 经济学家都是基于生

产者角度来理解需求规律， 如鲍莫尔成本病、 恩格尔定律。 需求引致的产业变革在经济理论中被有意

回避， 因为供给和需求的满足都是以物质商品为基准的， 加入了一般性服务作为商品补充也没有根本

改变需求的性质， 即边际效用递减原理。 这些供求关系原理都是基于物质稀缺性来定义的， 被称为客

观稀缺约束， 是物质世界的约束法则。 心理学家和企业家无约束地探索了低饱和点和边际效用条件性

递增的需求。 马斯洛将人们的基本需求定义为生理到安全需求， 把认知、 审美、 自我实现、 超越这类

具有无限追求性的需求认定为具有阶段性边际效用递增的需求。 这些边际效用递增的需求成就了大量

的企业家， 需求引致了现代服务业的大发展， 随着人均 ＧＤＰ 的提高， 现代服务业占比不断提高， 超

越物质的需求逐步占据了人类需求的主要空间， 这已经成为当代经济演进的基本事实， 可以较为观念

化地将其归纳为知识和智慧 （创新的知识） 的需求， 即知识消费占比不断提高。
数据时代正在改变供需函数， 在物质变量后加入了一个基于数据编码系统而产生的知识供给与消

费。 有关知识的讨论历来是学者们研究的主线。 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时， 关注编码知识和创意等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较少讨论需求定律， 因此经济学界关于供求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困境： 单从供给

端加入数据要素导致了规模递增， 单从需求端无法打破边际效用递减原理， 供给需求就此脱节。 当人

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时， 就克服了物质稀缺性的约束， 知识消费边际效用上升， 物质世界的稀缺和

人的生理直接性约束转变为时间约束。 时间约束这类人的感官约束同样由主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决

定， 可见， 约束条件已经不是静态的了， 它会随着人类的进化不断改变上限。
人类的需求规律映射到时间分配上首先是必要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 在劳动生产率低时， 必要劳

动时间占据了人类活动的主要时间， 通过不断劳动获得生存资料。 在工业革命后， 劳动生产效率大幅

度提高， 必要劳动时间减少， 但由于资本需要更多劳动时间来创造剩余价值， 因此不断用物质扩充必

要生活资料， 即消费—浪费主义与资本主义伴生， 尽管必要劳动时间下降， 但仍然占据了人类的主要

活动时间。 从现实演进看， 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人与机器合作导致了必要劳动时间减少， 而用于

学习的时间越来越多， 知识成为人在生产和消费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如果将知识做一个更广泛的定

义， 人类大量活动都与数据到知识的生产和消费有关。 未来由于智慧驱动能更有效地进行一般物质的

制造， 人类从物质必要生产劳动中不断解放， 从事知识生产和消费， 消费的空间从物质空间拓展到数

字、 意识等多维空间， 这就是数字时代的时间分配规律变化趋向。
具体来说， 数字化时代的需求变化规律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恩格尔定律的拓展， 随着收入

的不断提高， 物质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 二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知识消费占消费支出

的比重不断上升； 三是人类分配给物质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占比不断下降， 用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时间

不断增多； 四是由物质生产推动的效率变化引致的产业结构变化， 逐步让位于基于需求驱动的产业演

进， 人的活动成为数字时代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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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知识驱动产业演进

数据要素构造了新的供给与需求函数， 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是人类的基本需求， 知识供给与需求会

随着人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完善而不断增加， 构成新的产业演进动力。 工业革命

后， 引领产业变化的动力是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商品价格下降、 需求增多、 生产规

模扩大， 促进了产业发展。 其主要逻辑是以增加商品供给来推动产业发展， 而价格是主导产业变化和

需求变化的驱动因素。 从供给方看， 是技术进步或规模扩张推动了劳动生产率或规模效率的不断上

升， 价格的降低促进了产业演进。 制造业是可贸易商品部门， 其规模效率更高， 成本和相对价格下降

快于不可贸易的服务业， 导致了不可贸易的服务业部门因为成本高 （成本病） 反而占比上升， 这是

从劳动效率角度看待产业结构变革的。
随着物质生产的丰富程度越来越高， 人们已经开始基于劳动效率和规模效率提升引致的相对价格

下降来探索产业变革， 却发现越来越难以说明产业演进的实质。 产业更迭更接近于人的需求， 而非供

给， 这就出现了人类的物质需求被满足并达到一个阈值后， 引领产业继续演进的方向已经和劳动生产

率提高的方向不一致了。 产业演进的引导方向和就业特征更倾向于高端服务业， 即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 如金融、 科教文卫体娱乐等， 产业比重不断提高。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不像制造业一样因劳动效率

和规模效率提高导致价格降低、 份额下降， 而是因收入—需求牵引导致产业份额不断上升， 劳动密集

型的低端服务业比重相对下降。
现实的产业演进已经给出了两个明确的方向： 一是服务业比重持续提高； 二是服务业中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 人们消费和生产都围绕着广义的知识因素展开， 人的参与体验开启了新的产

业升级之路。 在数据时代， 人们的产业拓展已经超越物质、 一般性服务， 进入由数字构造的新应用图

景中， 人的参与和创造超出了物质约束。 在讨论机器人替代劳动者时， 不是简单地在物质生产过程中

创造新任务或新职业， 而是由于产业的向上拓展， 也带来了新的就业。 随着人类受教育年限的不断延

长， 用知识生产知识是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 产业升级与人的素质不断提高相匹配。
从需求规律看， 恩格尔定律、 广义恩格尔定律都显示了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的事实， 当服务业进

一步分化为基本需求层次和具有无限追求性的需求 （体验经济、 参与、 升华等新服务经济等） 时，
新的需求牵引已经从物质满足的角度完全进入精神满足的框架中， 而精神满足逐步进入可脱离现实的

“升华” 元宇宙的服务体系， 可见， 需求规律引领的产业升级是重要的。
从供给规律看， 供给效率推动了产业的演进。 供给创造需求， 供给效率的提高满足了人们更多的

物质需求， 生产效率越高， 物质生产成本下降越快， 需求越是得到满足， 但受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约

束， 物质需求占比快速下降。
数字经济时代的互联网、 数据、 数据 ＡＩ 化等新的要素的加入， 使物质生产的效率加速提高， 新

知识的需求和供给效率增加， 物质和一般服务的需求占比降低， 知识消费占比不断提高。 产业演进中

最活跃的动力因素从物质生产效率转向知识消费与生产一体化。

三、 基于数据要素的知识生产分析框架

　 　 数据要素加入生产—消费过程后， 基于工业化的物质生产循环被修改， 需要在原有循环的基础上

不断探索建构一个 “知识和物质生产—消费—分配” 的循环。 随着知识生产—消费的占比不断提高，
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依赖于知识部门的技术外溢， 阶段性的规模递增特性在知识

生产部门供需循环中逐步显现。
数据要素加入后， 要素的组合形态发生了变化。 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 创新就是新要素的新组

合。 按照现代增长模型路径看， 模型中不断增加子要素， 如人力资本和数据已经成为创新组合的关

键； 数据要素 ＡＩ 化后， 又增加了人与人工智能合作共同创造新知识的组合， 要素组合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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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革命出现机器以来， 技术进步一直沿着机器替代劳动—提高效率—创造就业的路径演进。
一方面机器替代了简单、 重复、 危险的劳动， 降低了人的劳动强度， 减少了劳动时间， 另一方面也提

高了人们拓展新产业、 进入新产业的能力， 在高效率、 收入—需求效应的作用下， 新产业、 新产品大

量涌现， 产生新职业， 实现了就业扩张。 人机合作主导了工业化以来的发展趋势， 机器不断智能化，
人力资本不断提高， 而且人力资本向知识密集化的创新产业集中， 这就是人与工具共同进化的基本特

征。 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 ＡＩ 同样符合类似的人类与工具合作进化的道路， 人与人工智能合作的

“智慧人” 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要素组合形态， 构造了知识生产与消费的新模式。
本节从人们对生产的讨论出发， 不断加入新的要素， 构建研究框架。 这一新研究框架更接近于事

实， 但构造完整的数学表达式依然较难， 其思想对现实产业发展和要素组合、 突破增长瓶颈是非常有

益的， 因此我们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思想价值方面， 而非形式化表述。
１. 知识生产—消费的循环演进

经济学家都高度重视数据、 信息等新的生产要素， 因为这些要素具有非竞争性 （非独占）， 符合

规模收益递增 （用户网络效应和生产边际成本等于零） 原理。 琼斯把创意置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
其思想图式为创意→非竞争→规模收益递增 （ＩＲＳ）。① 这里所说的 “创意” 是按罗默定义的将商品

分为两类： 创意和实物。 创意被认为是指令编码或菜单式组合， 把可编码的对象即所有竞争性商品：
资本、 劳动力、 土地、 原材料以及构成商品的最基本的元素， 按创意进行编码和重新组合产生效用。
这与熊彼特讨论的企业家精神就是新要素组合的创新活动是一脉相通的。 信息时代这一创意更显著地

受到了信息 ／数据加速发展的影响， 创意实质是一种新知识。 从现有的数字化转型看， 数据是基础的

生产要素， 已经形成从数据到知识创新的完整知识生产图式。
我们依据现有的研究构建了图 １。 琼斯设计了两部门模型， 一是生产部门， 一是知识创新部门，

其创新外溢直接推动了物质生产。 两部门的生产函数， 即知识生产部门和物质生产部门， 并入一个生

产函数中：
Ｙ ＝ Ｆ（Ａ， Ｘ） （１）
其中， Ｙ 是产出， Ａ 是知识数量的指标， Ｘ 是物质和服务性指标， 其生产投入是资本和劳动力，

生产符合规模回报递减原理。 Ａ 的知识生产属于规模递增。 琼斯没有构造规模递增生产函数， 但提供

了相关假说和讨论。

　 　 　 图 １　 用知识和物质生产两个部门讨论的知识 （创意） 的新增长

说明： Ｚ 代表了知识存量， Ｈ 代表人力资本， Ｌ 为劳动力， Ｋ 为资本。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基于双部门模型， 加入国际上两个可观察的经验事实： （１） 有关人的广义

人力资本 （ ＣＨ ） 的消费占消费支出 （教育、 文化娱乐体育、 健康、 信息等） 的比重不断提升； （２） 产

出结构升级中第三产业与广义人力资本消费相对应的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均是知识密集型产业， 产

出中的知识密度不断提高， 实现了广义人力资本消费与知识生产推动产业升级的相互促进。 基于上述两

３５数据生产要素性质、 知识生产与中国式现代化

①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Ｉ. Ｊｏｎ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Ａｇｈｉｏｎ， Ｓｔｅｖｅｎ Ｎ. Ｄｕｒｌａｕｆ， ｅｄｓ.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２００５.



个经验事实， 模型加入了消费端的人力资本消费 ＣＨ 作为关键性变量， ＣＨ 具有阶段性递增特征， 它与知

识生产函数的规模收益递增相匹配， 符合可观察事实。 知识生产与广义人力资本消费的匹配和升级把知

识创新作为创新的衡量标准， 完成了有关知识生产和消费一体化促进规模递增的分析。
图 ２ 在两部门模型中加入了新的连接性变量———广义人力资本。 在消费函数中加入广义人力资本

突破了长期以来效用函数不变的构造， 增强了对广义人力资本消费促进现代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的经

验事实的解释力度， 符合人类消费不断摆脱物质的内生决定原理。 该模型依然利用知识存量和人力资

本的模型框架进行分析。 为中国服务业现代化发展以及消费—人力资本提高—效率补偿的探索提供了

更多思考空间。

　 　 　 图 ２　 加入了一个重要的广义人力资本消费和知识供给的函数定义

资料来源： 张平等： 《经济增长前言Ⅲ： 中国高质量增长与治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包括： （１） 知识消费比重上升， 广义人力资本不

断提高， 引导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２） 基于数字化的网络直接提高了消费—生产一体化程度， 互动

机制激励了消费—生产一体化， 如知乎、 网络小说等互动平台实现了读者和作者既分离又一体化。 主

流的开源机制推动了专业用户与创新贡献者合为一体的创新生态。 可见， 消费—生产一体化、 专业用

户—创新者一体化等成为新的特征。 （３） 数据要素成为知识生产的基础要素。 在数据 ＡＩ （特别是生

成式 ＡＩ） 化后， 更智慧的人工智能大幅度运用知识存量， 为新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新范式， 即知识生

产不仅仅包括人力资本的知识创新， 还增加了人与人工智能合作的新知识创新体系。 特别是人与人工

智能合作进行高效率的知识生产， 使人的知识消费与生产进入新的阶段。
从供给侧看， 人工智能降低了创新门槛， 很多重复性工作被替代， 人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

或与人工智能合作创新， 使知识生产速度加快； 物质生产更高效， 物质商品价格下降， 人们的物质生

活支出降低， 而物质消费满足人类生活基础必需品的能力大幅提高； 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下降， 知识

（或广义力资本 ＣＨ ） 的消费提高， 由 η 代表的知识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 必要劳动时间持续减

少， 个人全面发展的时间不断增加； 人们通过网络越来越多地参与知识消费和生产的一体化过程， 参

与网络本身就是数据创造过程， 参与获得收益的消费—生产一体化过程会得到进一步的激励。
从人与人工智能合作知识生产的思维导图 （图 ３） 看， 在两部门模型基础上， 已经出现一个不可

回避的函数， 即知识生产函数的变量增加了人力资本与人工智能的组合生产要素 Ｚ ， ＡＩ 是数据化演

进的智慧产品， 与人类共同形成 “智慧人” 的生产， 此外人力资本依然可以独立进行知识创新活动。
这就构造了知识生产函数 Ｆ（Ａ） ：

Ｆ（Ａ） ＝ ｆ（Ｚ、 Ｈ） （２）
该函数中的 Ａ 为技术进步， 或定义为新知识， Ｚ 是人与人工智能合作的组合生产变量。 自工业化

以来， 人机开启了合作生产物质商品的模式。 但现阶段人与人工智能合作生产的是知识产品。 知识供

给可以通过 Ｚ 突破人类的一般性生理时间的限制， 靠人工智能持续进行研发。
知识生产受到消费的约束， 我们定义广义人力资本消费函数作为福利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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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η∗ＣＢ ＋ （１ － η）ＣＨ （３）
ＣＢ 为人类一般物质和服务的必需品消费， 其需求和生产都符合边际效用和成本规模递减原理，

收入消费弹性小于 １， 消费占比不断降低。 我们重点讨论广义人力资本消费函数 ＣＨ 的三个性质： 一

是规模递增的特性， 使广义人力资本消费弹性大于 １； 二是参数 η 是分配约束， 即当期消费结构分配

小于等于 １； 三是广义人力资本消费不仅受到分配约束， 还受到人类总体时间的约束， 而人的消费极

限约束正是时间约束。

　 　 　 图 ３　 两部门中增加了人与 ＡＩ 合作的新组合 Ｚ

时间的分配为：
一天时间 Ｔ ＝生理休息的固定时间 ＴＢ（生理恢复、 休息和非健康状态） ＋ α∗劳动时间（ＴＬ） ＋ （１ －

α） 广义人力资本时间（ＴＨ）
一生时间 （Ｔ） ＝ 一 天时间∗预期寿命

预期寿命长度 α是人在必要劳动时间的分配系数， 用多少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必需消费品直接影响

可分配给广义人力资本消费的时间。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和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 人的广义人力资本

消费时间不断增加。
时间约束方程为：
Ｔ ＝ 预期寿命 ∗（αＴＬ ＋ （１ － α）ＴＨ ＋ ＴＢ） （４）
从供求关系看， 数据时代人类的供需关系发生了以下变化： （１） 一般物质和服务生产符合规模

收益递减原理， 消费符合边际效用递减原理， 因此达到一定阈值后， 其消费占比稳定在一个范围。 由

于效率提高会导致相对价格下降， 现阶段其占比不断下降； （２） 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在数据化人工

智能时代到来后， 具有了持续性生产能力， 供给约束转向了消费约束， 人们的时间成了稀缺性的消费

约束； （３） 按照使用价值理论和人类时间稀缺性原则， 人类的时间消耗是新的定价的标准； （４） 人

的全面发展即广义人力资本消费具有边际效用递增的特征， 受到人的收入和时间的约束； （５） 人的

时间分配成为消费的关键， 随着技术进步， 人的时间分配逻辑是不断减少必要劳动时间、 增加全面发

展时间， 即增加广义人力资本消费。 人的寿命逐步延长， 必要劳动时间减少， 广义人力资本消费规模

不断上升， 人用于全面发展的时间逐步增加。
２. 中国的知识消费—产业不断知识化的事实与挑战

全球知识消费和产业不断知识化的经验已经逐步被归纳为消费—产业升级的规律。 经济增长前沿

课题组认为， 知识消费超过一般消费标志着人力资本和产业的知识化升级， 但中国的这一数据比较稳

定， 广义人力资本消费和相关知识产业消费占比没有明显上升。 利用中国 ２０１５ 年后的数据进行验证，
也发现了结构稳定的事实， 但就业明显偏向于知识密集产业 （见下表）。

中国人均 ＧＤＰ 和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 但消费结构中的广义人力资本消费占比和产业结构中的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消费占比没有大幅度上升， 知识密集型就业比重不断上升， 形成了一定的不匹配

现象。

５５数据生产要素性质、 知识生产与中国式现代化



广义人力资本消费、 知识产业和就业结构表

指标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可支配收入 （元） ２１ ９６６. ２ ２３ ８２１. ０ ２５ ９７３. ８ ２８ ２２８. ０ ３０ ７３２. ８ ３２ １８８. ８ ３５ １２８. １ ３６ ８８３

广义人力资本消费占比 （％） ２０. ８５％ ２１. ２１％ ２１. ７５％ ２２. １０％ ２２. ９１％ ２０. ４５％ ２１. ９２％ ２１. １３％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消费占比 （％） ２８. ０４％ ２９. ０３％ ２９. ３１％ ２９. ８９％ ３０. ８１％ ３１. ７１％ ３０. ７１％ ３１. １３％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占比 （％） ３６. ２９％ ３７. ４６％ ３８. ９９％ ４０. ６５％ ４５. ２４％ ４６. ２６％ ４７. ０８％ －－

　 　 说明： 资料来源于各年 《中国国家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消费方面数据采用了去除吃穿住用行的基

本消费后， 把教育、 医疗等其他服务作为广义人力资本消费部分， 计算其占比变化。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仅包括了金融

和其他服务业， 其他服务业按细分包括信息、 软件、 租赁和科教文卫体娱乐、 公共服务等。 知识密集型就业主要指金

融租赁和商务、 科学研究、 水利租赁、 教育、 卫生、 文化、 体育、 娱乐和公共管理等行业的就业。

（１） 消费结构高度稳定。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保持稳定， 食品消费占比没有变化，
广义人力资本消费占比略有提高， 从 ２０. ８５％上升到了 ２１. １３％，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年达到顶点， 可能的原

因在于疫情冲击下， 整体消费结构升级的停滞。
（２） 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消费占比小幅上升， 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８. ０４％， 上升到了 ２０２２ 年的 ３１. １３％，

２０２０ 年达到顶点的 ３１. ７１％，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服务业升级困难， 同时服务业管制也是重要的限制性

因素， 如 ２０２１ 年对教培、 娱乐、 互联网等行业的限制等。 可见， 劳务型服务业转向知识型服务业仍

然任重而道远。
（３） 中国劳动者素质大幅度提高， 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就业比例不断上升。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

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２００９ 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所占比例为 ３３％， 受过中等教

育的劳动力占比 ３８％， 农民工占比 ２９％； ２０１９ 年的这三项数据分别为 ５２％、 ３２％、 １６％。 新冠肺炎

疫情后， １６—２４ 岁的新增长就业人群失业率居高不下，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高达 １９. ６％， 而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

失业率均值不断抬高， 这已经不仅仅体现为疫情导致的周期性失业， 而是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持续提高

与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结构性失业。
从图 ４ 可见， 制造业 （１５. ５％） 和建筑业 （６. ４％） 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分列第 ３ 和第 ６ 位，

合计达到 ２１. ９％。 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知识密集型产业， 如教育 （１８. ６％）、 公共管理

类 （１６. ６％）、 卫生和社工作 （８. ７％）、 金融 （６. ８％）， 合计占比 ５０. ７％。 针对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劳动

市场分析的研究也表明， 劳动力质量已成为影响中国劳动投入增长的关键， 特别是就业人员教育水平

提升和行业结构优化起着主导作用。 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劳动投入大量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结

构不断优化， 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 为实现就业匹配， 需要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扩张。

　 　 　 图 ４　 ２０１９ 年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在各行业中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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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规模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使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 劳动力被机器替代， 产业需要不断向知

识密集型更迭升级， 为高质量人力资本提供就业机会， 否则就会造成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降低人们对

广义人力资本的投入。

四、 关于数字化转型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思考

　 　 数字化转型、 人工智能、 数据要素性质等问题是当前重要的研究命题， 也是现实问题。 一方面我

们能看到数据要素推动的使用价值时代的到来， 高人力资本劳动者与人工智能加快合作， 减少了必要

劳动时间， 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内生地决定了数据要素要服务于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 而且其分配

有利于人的质量的不断提升；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现实中的挑战， 当前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刚刚起步

于制造业， 对劳动的替代正在加速， 如果没有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化升级， 可能形成不利

于人的质量提高和分享收益的逆向循环。
“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提高—知识密集产业发展—高质量人才就业” 形成的是正向升级循环。 数字

化转型并非内生性决定了机器对人的替代， 而是突出了人与人工智能的合作会有更多的创新。 数据要

素推动的要素使用权参与分配， 更倾向于人的参与和分享属于要素的收益。 数据和数据 ＡＩ 化有助于

减少人的必要劳动时间， 为人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而获得更大的创造力， 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的

目标一致。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５ 日习近平提出了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①。 这是针对中国

人口结构转变的现实， 提出的以人口质量推动现代化的新战略方向。
现实中， 中国数字化转型遇到了很多的挑战。 中国超大规模的人口和全球最普及的移动互联网是

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而高质量的就业者是促使数据转变为知识要素的决定性变量， 打通产业升级

的障碍是形成正向循环的关键。
（１） 中国大规模的数据被大型公司、 行政资源等推向了孤岛化， 数据又受到加密安全的很多限

制， 数据要素的使用规模效率不高， 而且偏向于中心化， 对广大数据创造者来说是一种价值转移， 降

低了其使用价值。 在加强私人数据隐私保护下， 更重要的是如何基于数据使用权价值的监管设计实现

数据加密化， 让数据要素规模化使用， 同时对数据的创造者、 使用者进行分配激励。
（２） 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 加速产业升级， 以更好地匹配高质量的劳动力。 一是放松对知

识密集型产业的过度管制， 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 二是要基于数字化来改造传统服务业， 使其升

级为知识密集度高的服务业， 让服务业成为全球的完全可贸易部门， 提高规模效率， 扩张其生产边

界， 吸纳高质量劳动力。
（３） 数字化转型与数据 ＡＩ 化会加速人与人工智能的合作， 促进技术进步。 很多人与人工智能的

合作模式是分布式的新分工模式， 这种创新生态分散了风险， 加速了中国的创新步伐。 知识时代的创

新是国家整体的知识创新， 国家知识创新来自于人文、 基础研究等方面的创新， 不仅是工业化时代单

一的物质效率的改进， 而且是新分工模式的创造性结果。
（４） 人的终身学习。 人的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循环， 人的终身学习是人的现

代化、 是提升广义人力资本的关键。 政府应基于长寿经济的基本原则推动人的终身学习并加以激励，
不断提升人的质量， 创造更多的知识消费， 提升广义人力资本， 发展知识产业和就业， 形成以人民为

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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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数据生产要素性质、 知识生产与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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